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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聚散性，其空间聚散特征可对各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旨

在研究湖南省 14 个市州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差异性，得到湖南省经济发展差异性和内在相关性的空间分布结

果。因此，应用“五化”发展指数，即“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为经济发

展评价指标，使用归一化对各地州市的“五化”指标进行定量计算，得到各因子之间的无量纲数值，并进行定量化

分析与评价。而后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计算各市州之间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以长沙为首的长

株潭地区呈现明显的高水平集群，张家界、湘西和怀化地区出现明显的低水平聚集区，整个研究区绿色经济体量较

少，经济体量主要依靠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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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虽然各地的经济总体规模增长很大，但是经济发展状况不能一概而论，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

结构、增长点等都不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经济获得巨大发

展，GDP 保持连续高速增长
[1]
，同时也存在着省内各地发展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显著等特点。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性

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也影响资源配置、人口流动等。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相关性有益于揭示地区之间经济发

展的相互影响机制[2]。薛永刚基于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广东省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相关性，并基于多样性指数

研究了 2002—2013年区域经济发展集聚效应的变化[3]。王芸等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 2009—2013 年人均 GDP为基础数据，采用

区域经济差异测度与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相关性做了分析[4]。 

此前，我国已经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化”目标，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旨在推动信

息化和新型工业化融合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等，重点强调经济发展。但是，经济状况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

速度和经济总量，社会进步与发展需要考虑生态环境发展，因此国家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

方面和全过程，把绿色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形成“五化”协调发展的新目标。“五化”协调是指经济建设中“协同推进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5]。“五化”协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既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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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又是社会各方面生产力共同发展的具体目标，同时也体现了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思想，因此加快

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化”协调发展，是指一个地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各方面互相促进，最大程度发挥系

统之间的内生作用，使得它们之间的相互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达到整体效果最佳的目标。 

“五化”协调发展提出的时间还不长，但是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并且研究此问题。丁志伟等对我国“五化”协调发展定了

研究进行总结，认为目前对“五化”的内涵理解不一致、评价指标选择差异大；评价方法以熵权法、耦合协调度等为主，但是

各种方法有不断的更新和提高；目前使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逐步涌现[6]。简新华等根据最新统计数据，研究得出中国东部已经开

始以服务业为主导，全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制造业，表明中国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经济服务化开始成为

产业结构演进的大趋势；认为应该适时把“四化同步”调整为“五化协调”，把服务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攻方向之一，

而且把“同步”调整为“协调”[7]。颜双波利用 VAR 模型对我国“五化”协同发展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认为 2014 年及以前我

国“五化”发展融合度不够且互动力不足，需要加大协同发展的力度[8]。杨勇等进一步对我国“五化”协同发展的效率、时空特

征以及影响因素做了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五化”发展的效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中东部地区“五化”协同发展水平

较高，其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三个角度出发
[9]
。余冰以“五化”协同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建立城市群

“五化”协同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对呼包鄂城市群 2000—2015 年“五化”协同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10]。 

目前对于湖南省“五化”发展的研究较少，并且多为理论分析，没有基于数据的定量研究，也缺乏湖南省地域特色的实证

研究，更没有空间分析探讨。周强等基于“四化两型”的理论基础，讨论分析了湖南省“四化两型”建设道路[11]。彭文武对湖

南“五化”协同融合发展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研究，表明找到“五化”发展的障碍，确定其协调发展思路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

径，也是湖南快速良好发展的最佳道路
[12]
。刘红增使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湖南省的“五化”发展进行研究，认为近些年湖南省“五

化”整体水平有显著提升，但是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该研究分析了湖南省整体情况变化，并没有在空间尺度上进行分割，更

没有基于空间分布的分析说明[13]。 

为了了解湖南省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和区域特色，以及各市州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本文结合湖南省地域特点，借鉴目前

已有的关于“五化”指标和空间相关性的分析方法，利用“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和空间相关性对湖南省 14个市州的经济发展状

况进行研究，从不同经济发展角度结合空间视角综合反映湖南省经济发展的状况。 

1 研究区和数据介绍 

1.1 研究区介绍 

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区域。湖南省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是东部沿海地带和西部地区的过渡带，也是长江开放经济带

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的结合部位。辖区21.18 万 km2，下辖 14个地级市（州）。2016年，全省 GDP31244.7亿元，比上年增长 7.9%。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578.4 亿元，增长 3.3%；第二产业增加值 13181.0 亿元，增长 6.6%；第三产业增加值 14485.3 亿元，

增长 10.5%。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GDP45931 元，增长7.3%。 

1.2 数据介绍 

本文采用湖南省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湖南各州市统计公报数据。主要使用湖南各市州 2016 年的统计数

据，采用数据统计软件和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作为经济指标运算和空间相关性分析工具。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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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五化”综合评价方法 

2015 年，中央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即“绿色化”加入社会经济发展中，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

称为“五化”。“五化”综合评价体系从五个方面衡量经济发展状况，能够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将“绿色化”

纳入衡量体系，使评价结果更能反映绿色经济的发展程度。本研究中根据湖南经济发展特征，参考前人“五化”综合评价指标，

构建“五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生成可以相互计算的无量纲指标。 

2.1.1““五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对“五化”评价指标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已有文献中有多指标的，也有单指标评价体系。在指标体系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单一指标不具有很好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所以更多学者倾向于多种指标，但是指标太多增加了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难度，也

会造成数据冗余的问题。侯纯光等采用 5 大类、21 种、25 个子指标，建立了“新五化”指标体系[4]；刘凯等构建了三级指标，

共 40个子指标的“五化”评价体系[14]。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遵循既能体现“五化”各自内涵，又具有客观性；既能具有

代表性，又能获得真实可靠数据的原则，最终各化选取 4个子指标，共 20个子指标。 

新型工业化是指知识经济形态下的工业化。非农 GDP/GDP 表示非农经济所占的比重，代表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水

平；第二产业增加值代表该地区一年内第二产业的净增加量；工业增加值指数是反映一年内工业增加值水准变动情况的指数，

即代表工业的增加速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产品产值则代表高新科技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产值。以上 4 种指标从不同方面反

映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指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中实现普遍应用和推广的程度。电话（含移动电话）用户数（户）

/总人口数（人）和互联网上网人数（户）/总人口数（人）表示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度；邮电业务总量（元）/总人口数（人）

和报刊期发数（万份）/总人口数（万人）则可以反映邮电业务和报刊期的平均使用量。以上 4个指标可以综合反映不同信息化

方式的普及度和应用频度。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数是人口

城镇化的表征；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元）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则代表城镇化居民的经济状况，医卫人员数/

总人口数可反映城镇化的社会服务质量。城镇化不只是经济、用地、就业的转变，更应该关注转变后的经济状况、民生质量。

故应用以上指标代表城镇化指数。 

农业现代化表示应用先进技术、知识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程度。农业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表示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农业产

值；单位面积耕地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即用农业机械总动力（kW）/耕地总面积（hm2），表示该区域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耕

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表示了该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的现状。以上 3 种子指标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外加粮食单

位面积产量，可得出农业现代化指数。 

绿色化即经济发展是否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万元 GDP 能耗下降代表经济发展能耗；造林面积反映是否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SO2排放量和单位耕地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则表示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程度。以上 4 个指标

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环境代价，代表绿色化综合指数。 

2.1.2 数据归一化处理 

在“五化”综合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数值、单位差距很大，无法直接进行加权，因此使用无量纲化方法将各指标值变为只

具有指示意义的 0～1之间的数值。0为最差，1为最优。对于数值越高越优型，使用正向指标计算公式，对于数值越小越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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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负向指标计算公式[15]。 

正向归一化公式： 

 

负向归一化公式： 

表 1“五化”综合评价指标 

五化指标 子指标 

新型工业化（C） 非农业 GDP/GDP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工业增加值指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新产品产值（万元） 

信息化（X） 电话（含移动电话）用户数（户）/总人口

数（人） 

邮电业务总量（元）/总人口数（人） 

互联网上网人数（户）/总人口数（人） 

报刊期发数（万份）/总人口数（万人） 

城镇化（C） 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数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医卫人员数/总人口数 

农业现代化（A） 农业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 

农业机械总动力（kW）/耕地总面积（hm2）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kg/hm2） 

绿色化（L） 万元 GDP能耗下降（％） 

造林面积（万 hm2） 

SO2 排放量⑴ 

单位耕地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t/hm2） 

 

 

式中：x表示各指标变量值；Nij表示归一化值；i表示市州；j表示指标类。 

2.1.3“五化”协同发展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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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归一化公式将各指标的数据转换为无量纲值，采取几何平均数方法分别计算“五化”的各发展指数[16]，以及综合发展

指数，工业化发展指数公式如下： 

 

式中：G表示工业化发展指数；i表示市州；m表示指标类。 

使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其它几类发展指数。 

“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公式： 

 

式中：Z表示“五化”协同发展指数；i表示市州。 

2.2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使用“五化”综合评价方法只能够分别得出湖南市州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能揭示各市州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引

入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湖南 14个市州“五化”发展状况相关性、局部聚集和分异效应[17]。具体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和局部关联分析方法的LISA(Local Indicator of Spatial Association）统计量。 

全局 Moran'sI指数公式： 

 

式中：Id表示全局相关指数；Ii表示局部空间相关值；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x表示所计算的对象值；i、j表示表示市州;

表示 x的平均值。 

3 结果分析 

3.1“五化”指数计算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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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五化”综合评价体系指标和指标计算方法，得到湖南省各市州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

绿色化发展指数和“五化”协同发展指数（表 2），并将其进行空间二维展示（图 1）。 

表 2湖南省 14市州的“五化”归一化指数表 

市州 
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

化 

综合指

数 

长沙 1.00 1.00 1.00 0.91 0.40 0.86 

株洲 0.47 0.44 0.44 0.68 0.50 0.51 

湘潭 0.35 0.39 0.39 0.80 0.29 0.44 

衡阳 0.31 0.22 0.22 0.48 0.40 0.33 

邵阳 0.12 0.03 0.03 0.27 0.73 0.24 

岳阳 0.47 0.30 0.30 0.68 0.44 0.44 

常德 0.36 0.16 0.16 0.51 0.65 0.37 

张家界 0.27 0.09 0.09 0.02 0.42 0.18 

益阳 0.21 0.13 0.13 0.66 0.34 0.30 

郴州 0.35 0.24 0.24 0.38 0.70 0.38 

永州 0.15 0.10 0.10 0.56 0.69 0.32 

怀化 0.21 0.10 0.10 0.26 0.79 0.29 

娄底 0.26 0.08 0.08 0.40 0.40 0.24 

湘西 0.09 0.09 0.09 0.23 0.70 0.24 

 

从表 2 可以看出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经济发展指数最高。长沙市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发展指数均为 1，为最高值；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为 0.91，达到很高的水平；只有绿色化指数较低，仅为 0.40。这表明，长

沙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是生态文明建设相对落后，今后应该更注重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长沙因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带

动其经济和文化发展，聚集了大量高校、科研机构和各种高新企业，外加优良的基础建设，比如外部交通、内部公共交通等，

为它成为湖南省经济发展领头羊奠定了基础。另外，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3 项指标中，除长沙外，其他市州均小于

0.5，与长沙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可知，研究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呈现高度集聚状态，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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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湖南省各市州发展指数分布 

由表 2 得知，张家界的综合发展指数最低，其次是娄底市和湘西。这 3 个地区中，绿色化指数均相对较高，城镇化与信息

化发展指数均相对较低。张家界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最低，仅 0.02，体现了张家界地形复杂，不适宜农业发展；湘西州的绿

色化指数比较高，达到0.7，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均处于很低的水平；娄底的信息化、城镇化发展指数很低，其余

指数均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分析其原因，张家界和湘西位于湖南西北部，该地区受制于地形因素，交通不便，现代工矿业少，

农业是主要产业。虽然近些年来由于独特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由于开发晚，产业结构依然以农

业为主。以后应注重旅游业大带动作用，提升科技实力，发展第三产业。娄底以传统的工矿业为主，但是近些年由于重工业整

体下滑，以科技为核心的新型产业并没有发展起来，以至于娄底各项指标数值偏低。 

从图 1 可以看出，东部以长沙为核心，形成“长株潭”及岳阳的高值聚集区，这 4 个市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均有较高的指数，其中岳阳和株洲的绿色化指数中等，“五化”发展比较均衡，而长沙和湘潭的绿色化指数

较低，生态文明建设较为落后。根据经济发展空间分布特征分析该区域高值聚集的原因：东部地区地形平缓，交通便利，拥有

水路、公路、铁路等优势条件，并且该区域集中了较丰厚的旅游资源、高校资源，因此该区域的科技实力、区位优势及资源优

势促成了经济发展的高值聚集区。 

湘南的衡阳、郴州和湘北的常德地区“五化”协同发展指数中等偏上，湘南地区绿色化指数、信息化指数较好，但是湘北

的常德各种指数都处于中等位置。西部各市州“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均较低，除张家界和娄底外，其余地区的绿色化指数普遍

均较高，其中怀化、衡阳、郴州、湘西的绿色化指数均达到 0.7 以上。湘西和湘南地区由于山地众多，保持了很多天然森林，

经济活动较少，表现出较高的绿色化指数。 

绿色化与其余“四化”分布呈不同趋势。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4 种指数的高值均在湖南省东中部，

低值均集中在西部、北部。而绿色化发展指数的高值集中在西部地区，低值集中在中部地区。各种指数分布呈现出高度的空间

聚集现象。 

3.2 空间相关性计算结果分析 

3.2.1 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分别计算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和“五化”协同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I指数

（表 3），并通过 Z值和 P值进行检验。 

由表 3可得，6种指数的 Z值均大于 1.65,I值均大于 E[I]值，可见上述 6种指数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聚集性[19]。 

3.2.2 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全局 Moran'sI指数只能看到是否有空间相关性，但不能揭示空间相关性的聚集特征，为了深入研究湖南省 14个市州的“五

化”协同发展指数的空间聚集特征和现象，本文对各市州分别计算了 LISA 指数
[20]
，并生产 LISA 聚集图

[21-22]
，如图 2。 

图 2 再次表明上文中提到的经济发展聚集现象，新型工业化发展在湖南省东中部的“长株湘”城市群表现出显著的高—高

聚集效应，与该区域对应的西、中部的邵阳和怀化市则表现出显著低—低聚集。信息化指数和城镇化指数表现出相同的聚集态

势，并且与新型工业化聚集状况相似，但高值聚集区包括了湖南省东北部的岳阳市，形成长沙、株洲、湘潭、岳阳 4 个城市的

高值聚集区。这与长沙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聚集效应息息相关，同时也是东中部地区自然资源、地理区位和人文历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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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图 2湖南省 14市（州）“五化”协同发展指数 LISA 图 

农业现代化指数表现出高值聚集区与低值聚集区东西对应的态势，即东边的中部和北部为高值聚集区，西边的中部和北部

为低值聚集区，高—高区域依然为长沙、株洲、湘潭、岳阳 4 个城市，低—低区域为张家界、怀化市和湘西。长沙、株洲、湘

潭、岳阳等地地形平坦，有江河灌溉，农业历史悠久，便于大规模、机械化耕作，外加其较发达的科技实力，使得农业现代化

程度较高。而西部地形崎岖，耕地破碎，不利于大面积的耕种，导致其大范围依然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 

绿色化指数聚集分布与以上指数空间聚集态势明显不同，并没有明显的高值聚集区，但有明显的低值聚集区，并且其低值

聚集区正是其它几个指数的高值聚集区：岳阳、长沙、湘潭 3 市。可见湖南的经济发展与绿色化并没有很好地和谐统一，而是

出现了互斥现象，说明湖南省还是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主，绿色经济体量有待提高。 

表 3“五化”指数全局 Moran'sI 指数表 

指数 新型工业化指标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绿色化 “五化”综合指数 

I 0.204840 0.241750 0.241751 0.480310 0.206380 0.242883 

E[I] -0.076900 -0.076900 -0.076900 -0.076900 -0.076900 -0.769000 

Z 2.314000 2.676100 2.664200 3.359500 1.653600 2.463900 

P 0.020000 0.012000 0.012000 0.005000 0.062400 0.016000 

 

“五化”协同发展指数的聚集分布反映了以上 5 种指数的综合状况，即高值聚集区分布在东中部和东北部，低值聚集区分

布在西中部，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指数聚集趋势相似。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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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长沙市的经济发展在全省处于绝对领先位置，不仅“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大幅度高于其它市州，并且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大幅度高于其它市州，体现出长沙市经济各方面发展状况良好。该区域已经基本形成稳定的产

业群，经济增长点比较稳定，其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交通运输、制造业和冶金业在全国市场上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工业发

展带动其第三产业和城镇化发展较快。但是长沙市的绿色化指数较低，体现出长沙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其经济质量提高的短板，

应注重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着力发展绿色经济。 

(2)长沙市不仅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且与其周边的湘潭、株洲、岳阳等市形成经济水平较高的群集效应。可见长沙市

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较高，形成“长株潭”城市群。但是，在此区域也出现了绿色化低值聚集效应。可见，空间集

群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存在。 

(3)整个研究区表现出绿色发展指数与其它四个发展指数分布相反的态势，即其余指数高的地区绿化指数低，反映出研究区

绿色经济比极少，经济体量主要靠传统产业。目前湖南省主要靠电子产业、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和冶金业等传统产业，信息业、

第三产业和新型工业较少。 

(4)张家界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其绿色化指数、信息化指数均较低，不利于其旅游产业的发展；湘西除绿色化指数外，其

余指数都处于最低等级。这两个地区经济开发较晚，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得较好，是湖南省工业化较差的地区。 

本次研究虽然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等 5 个方面对湖南省各市州的经济发展进行评价，设

立了 5类大指标、20类子指标，但是对服务业关注比较少，下一步研究应加重对服务业的关注。 

4.2 政策建议 

(1)注重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格局优化，针对不同区域进行不同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长株潭城市群及岳阳虽然现代化程

度高，“五化”协同发展较好，但是绿色化水平低，主要依靠传统的机械制造、冶金业等产业，下一步应该大力支持高新产业、

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数据化产业、高精制造业等。湘南地区靠近珠江三角洲，是对外发展的良好通道，

也是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向内地转移的优选地区，应该利用此优势，积极引进高新制造业，发展低污染的新型工业。西部地区经

济基础较弱，自然环境不利于农业发展，但是张家界、湘西旅游资源丰富，应积极发展旅游业及其服务业，实现资源最大化的

利用。 

(2)利用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发挥长沙的经济优势，起到带动作用，形成高速发展经济圈，进而带动全省经济发展。长

沙、株洲和湘潭形成经济发展高值聚集区，其中长沙更是湖南省的发展龙头。为了推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充分发挥长

沙的龙头作用，以促进长株潭一体化的发展，以一城带动一个区域，进而以长株潭辐射全省。促进各地区人才流动、信息流动、

公共设施共享等，形成大城市、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共同发展。 

(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以史为鉴，保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针对湖南省各市州绿色化指数

相对较低，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好的东中部区域，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调整能源结构，注重绿色经济发展。在长株潭区域除了要

促进产业升级，还要改善能源结构，注重绿化，改善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在西部地区要注重产业发展方向，引导绿色经济的发

展。 

(4)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实现产业升级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必须依靠高新技术，只有科技水平提

升才能带动高新产业发展，信息化产业等高新技术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发展清洁能源、减少污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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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实现污染物处理等也离不开科技支撑。综上，湖南省应着力于科技发展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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